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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

周叶中*

内容提要 中国宪法学长期面临“何以中国”的理论叩问。为破解宪法

学的“中国性”难题，有必要立足当代中国宪法实际提炼标志性概念。作为

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原创性概念，而且是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依宪治国、依

宪执政”以党领导人民发展宪法为逻辑牵引，内含以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为基

本前提的宪法生成论、以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宪法为载体的宪法本体论、以党

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为基本实现方式的宪法运行论，展现出当代中国宪法道路的

本质属性以及与其他国家宪法道路的差异性。“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还是对

马克思主义宪法观的科学呈现、对中国大一统政治传统的时代阐释、对当代中

国宪法经验的高度凝练，呈现出鲜明战略导向和强烈主体意识，兼具立场明确、

理论集成、实践指引等多重功能。以“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为标志性概念构

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自觉贯穿党领导人民发展宪法这一逻辑主线，

对中国宪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和实施机制进行深刻揭示。

关键词 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 自主知识体系 标志性概念 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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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是人们对各类宪法现象及其规律进行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而发掘宪法历史、

解释宪法现实、论证宪法发展是宪法学的基本任务。围绕这些任务，宪法学研究至少需

从两个方向努力：一是充分把握本国宪法经验，形成关于宪法特殊性的认知；二是科学

比较不同国家的宪法体制，寻求更具普遍意义的宪法学一般原理。由于具有普遍意义的

宪法学一般原理无法脱离具有国别性的宪法经验而存在，唯有先确立起体现特殊性的宪

法理论坐标，才可能更好建构兼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宪法学一般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

宪法学首先应是本国的，而后才可能是世界的。然而，中国宪法学研究却一直面临“何

以中国”的理论叩问。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宪法学人必须努力完成解答何为宪法学“中

国性”的时代使命。本文即以宪法学的“中国性”为问题意识、以提炼“标志性概念”①

为破题之道，通过提出并论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标志性概念的现实基础、理论意义，② 具体回应中国宪法学的自主性诉求，以期为构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提供理论支撑。

一、问题的提出：从宪法学的“中国性”谈起

从发展历程看，近现代中国宪法可以说是学习借鉴外来法治文明的产物。宪法形式

的外来性以及中国作为宪法后发国家在理论资源上的匮乏，使新中国的宪法学研究相继

浸润在苏联、美国、德国等国的宪法学理论框架中。尽管这种学术倾向有其存在的历史

合理性，但宪法作为规定国家重大问题的根本法和最高法，必须深植本国实践、彰显本国

面貌，因此具有鲜明的国别性。宪法的国别性特质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将发展契

合自身国情与政治体制特征的宪法学理论作为首要目标。对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的当代中国来说，研究“在我国宪法发展史乃至世界宪法制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③

① 本文使用的“标志性概念”这一表述，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40 周年的重要署名文章。

在该文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宪法理论研究提出要“提炼标志性概念、原创性观点”的明确要求。参见习近平：

《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40 周年》，载《人民日报》2022 年 12 月 20 日，第 1 版。

② 一般而言，对标志性概念的提炼，除需阐明概念本身的具体意涵和话语优势外，还需关注概念形成的学术发展史和政

策演变史等，以从整体的时空语境中更全面地把握概念的本质内涵和理论价值。由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自 21
世纪初被提出后便备受关注，围绕“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产生和演变、“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必要性和正当

性等重要议题，学界已有不少专门研究，这为全面系统把握“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概念提供了重要支持。参见周叶中：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关于宪法与公民生活的演讲》，载《中国律师》2002 年第 12 期，第 18-20 页；秦前红、苏

绍龙：《从“以法治国”到“依宪治国”——中国共产党法治方略的历史演进和未来面向》，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4 年第 22 期，第 25-34 页；张文显：《深刻把握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载《现

代法学》2022 年第 5 期，第 3-22 页。因此，本文试图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标志性

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突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之于中国宪法学本土化发展的学理意义，展现对中国宪法学自主

知识体系进行探索求证的思考过程。所以，本文在以宪法学的“中国性”破题后，不再对“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

演进脉络、存在基础、现实意义等进行赘述，而是重点立足学科发展视角，在具体界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基本要

义的基础上，阐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概念为何能推动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③ 习近平：《关于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2018 年 2 月 24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20 年版，第 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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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代中国宪法，更加不应简单移植他国宪法学理论。对此，中国宪法学有必要深刻反

思，并积极化解宪法理论外来性与宪法实践本土性之间的张力。

（一）宪法学的“中国性”难题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宪法学研究便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知识移植倾向。彼时，

苏联国家法学对新中国宪法学的创设和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的一

个时期，为寻求宪法学的独立学科价值，实现将宪法学与政治学区分开来的目的，中国宪

法学开始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宪法学理论中寻求智识资源。应当承认，在此过程中，中

国宪法学开始摆脱前一时期受苏联影响而形成的过于强烈的政治属性，逐步确立起作为

法学学科应有的规范属性，并取得一定的发展成就。但过于强调向西方国家寻求理论经

验，则又导致中国宪法学研究出现以这些国家宪法经验诠释、评判甚至想象中国宪法道

路的倾向。这种学术倾向隐含以下三重逻辑：首先，人类社会存在着关于宪法制度和宪

法理论的一般性知识；其次，西方国家的宪法制度及其宪法学理论，就是具有普遍适用性

的一般性知识；最后，当代中国宪法学发展应参照西方国家的一般性宪法学知识完成其

适应性建构。然而，当代中国宪法与西方国家宪法的生成发展逻辑存在着根本区别。“言

必称西方”的理论言说只是对西方国家所构建的“宪法神话”的盲目崇拜。可以说，这

既是对当代中国宪法道路“主体性立场”④ 的忽视，也是对当代中国宪法体制的不自信以

及对政治与学术关系的曲解，因而难以真正适配当代中国宪法的基本逻辑。

从宪法起源的角度看，西方国家的宪法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为摆脱封建王权控制，

以获得独立发展空间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宪法通常强调以个体自由为前提，形成

社会制约国家、经济制约政治的二元结构。西方国家正是因循这种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

观念，将国家视为“必要的恶”，重点关注如何通过宪法建立起相应的权力制约机制与权

利保障机制。然而，当代中国宪法从一开始就承担着与西方国家宪法不同的使命。中国

的近现代转型更多源于外部世界现代化趋势的冲击，而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基于内生的、

自下而上的力量，“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建构……更多地是从如何使古老的国家在

现代化冲击下得以维持并力图再生出发的”⑤。在此情形下，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

避免帝国转型时普遍面临的解体命运，将一个领土完整的中国带入现代世界”⑥。立足这

样一种国家建构目标，中国虽曾模仿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立宪道路，但最终仍然选择通

过权力集中的方式将分散的政治力量组织起来，以确保中国整体转型的顺利实现。在此

意义上，近现代中国的立宪基础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中国创设宪法首先是为设计新的

政治体制以重建共同体，进而维系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以实现救亡图存

的目标。因此，即便是针对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宪法也往往会形成有别于西

方国家宪法的话语表达与制度安排。例如，在基本权利保障上，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西

④ 林来梵：《宪法学：中国主体立场及其他》，载《清华法律评论》（第 9 卷第 1 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82 页。

⑤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 页。

⑥ 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载《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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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宪法通常强调基本权利“防御国家”的功能，以公民权利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

有机统一的理念为支撑的当代中国宪法强调的却是基本权利“需要国家”的特征。⑦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立宪基础和宪法构造的不同，表明其他国家的宪法学理论归根

到底只能是生长于这些国家的地方性知识，并不具备应用上的普遍性。西方国家的宪法

学理论之所以被包装成一种似乎能解释现代国家宪法的主导性理论，并能以一种迷人的

“宪法理想图景”形成对非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围绕本国宪法进

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与激进的对外扩张。如此一来，本是试图借助西方国家宪法学理论

实现政治与学术相对分离的中国宪法学研究，反而从另一方向被裹挟进政治话语的斗争

之中。⑧ 这就提示我们，必须对以普遍性理论样貌示人的西方国家宪法学理论保持警醒，

改变中国宪法学亦步亦趋的学术态度，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前提下，认真

对待宪法学“何以中国”的立场性问题。当然，鉴于理论依赖的惯性，要回归中国立场

完成中国宪法学学术版图的升级重构，我们必须直面理论资源短缺、理论自主意识不强、

理论建构策略不成熟等严峻挑战。

（二）通过提炼标志性概念明确宪法学的“中国性”

明确宪法学的“中国性”绝非易事。这需要我们回归当代中国宪法生成与发展的

原初语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价值遵循，围绕宪法学进行更新知识结构、调适理论基

础、创新研究范式等多方面的探索，努力形成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⑨ 针对如何突出

宪法学理论之中国特色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当代中国宪法制度和宪法

实践，加强中国宪法理论研究，提炼标志性概念、原创性观点”⑩。这表明，对中国宪法学自

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应高度重视作为知识体系构建基石的标志性概念。正如恩格斯指出

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⑪，中国宪法学自主知

识体系要摆脱西方国家宪法学的理论束缚，首要的是从当代中国宪法实践出发，提炼具

⑦ 参见刘连泰：《以文本为基础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载《荆楚法学》2022年第5期，第88页。值得一提的是，

即便是同属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西方国家宪法，对基本权利“防御国家”之态度也不尽相同。例如，德国通过“吕特

案”确认了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使国家能介入调和私人领域的权利关系，美国则更坚守国家不干预的基本

权利保护立场。这进一步说明，不同国家会形成不同的宪法体制，建基于不同宪法体制的宪法学应当是具有国别性的。

⑧ 事实上，基于国家设立社会科学的目的，社会科学必然要为本国的社会发展服务，其本身就难以成为纯粹价值中立的

“科学”。例如，美国社会主流对联邦最高法院“非政治法律神殿”的塑造，也只是对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司法机构这

一实质的遮蔽。参见刘辉：《“非政治法律神殿”的表象与实质》，载《东方学刊》2021 年第 3 期，第 73 页。

⑨ 虽然过去中国宪法学研究受外来理论影响较大，但学界也一直存在着寻找宪法学“中国性”的努力。较早的研究如：

在研究人大制度等宪法制度时专门强调中国特色，又或是从整体上强调宪法学的本土化趋势。参见周叶中：《代议

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0-328 页；韩大元：《当代中国宪法学的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学》

1998 年第 1 期，第 56-64 页。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本土化意识的加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等重要论断的提出，有关宪法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研究也开始增多。这些成果为寻找宪法学的“中国性”奠定了重

要基础。参见翟国强：《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问题与方法》，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

第 3期，第 181-188页；林来梵：《建构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探索》，载《法学家》2024年第 5期，第 15-30页。

⑩ 前注 ①，习近平文。

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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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别于同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范式性”⑫ 特征的标志性概念，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宪法学的建构提供有力支撑。

在诸多有关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独有概念中，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组成

部分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宪法观的基本内容，集中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当代中国宪法道路的过程和愿景。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提

出的原创性概念，是具备稳定价值内涵的固定语词，而且还是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

法实践的战略符号。对当今中国的宪法学而言，“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概念的提出，为

突破西方国家宪法学知识大厦的理论根基打开了重要窗口。因此，可通过深度的学理阐

释，明确“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是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的重要智识基础。形成这一判断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从解构意

义上看，以党和人民为主体、以宪法为客体形成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植根当代中

国立宪和行宪基础的特征概括，能从根本上揭示西方国家宪法学理论难以适用于当代中

国宪法的内在原因；二是从建构意义上看，“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经过历史与现实、理

论与实践、政理与法理等多个维度的体系化建构，能彰显当代中国宪法的主流价值和原

创经验、拓宽中国宪法学的认知视野和理论空间，“是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的逻辑起点，

是中国宪法实施体系的理论基石”⑬。

笔者将以这两重理由为线索，通过分析其基本要义、阐释其内在优势，具体探讨“依

宪治国、依宪执政”何以是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如何指引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说明的是，仅仅

提炼一个标志性概念，显然不能从整体上彻底解决宪法学的“中国性”难题，但标志性

概念的提炼和论证，却可为转型中的中国宪法学提供一个具体的理论切入口、一个建构

共识的平台，为明确宪法学的“中国性”提供可能。

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基本要义

直观来说，“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治国理政过

程中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法律依据。但从广义上看，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对宪法在当代中国之战略意义的抽象概括，涉及宪法的根本地

位、显著优势、重大作用、实施方式、运行保障等诸多方面。透过纷繁复杂的话语表象进

行观察可以发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总体上围绕党领导人民发展宪法这一现实叙

事展开，尤其聚焦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党领导

人民依据宪法有效治理国家等根本性命题。因此，基于党领导人民这一政治基础来描绘

⑫ 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7 期，第

38 页。

⑬ 《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编写组编：《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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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蓝图，并以此贯通当代中国宪法从生成到运行的整体发展脉络，

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在理念内涵上最具独特性、原创性之处，并与西方国家的“宪

政”概念形成根本性分野。⑭ 从这一意义上讲，以党领导人民发展宪法为逻辑牵引，“依

宪治国、依宪执政”内含着三个严密的递进层次：一是宪法生成论，即“依宪治国、依宪

执政”所依之“宪”何来；二是宪法本体论，即“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所依之“宪”为

何；三是宪法运行论，即“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如何“依宪”而行。这三个层次紧密关

联，共同展现了当代中国宪法道路的本质属性，以及与其他国家宪法道路的差异性，符合

标志性概念的基础要求。⑮

（一）以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为基本前提的宪法生成论

西方国家经典宪法理论着力突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不重视宪法是经过

政治斗争而诞生的客观事实，而是以人民主权学说为核心，通过对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

权利让渡和政治集会的想象和演绎，将宪法带入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生成环境。而由于

“人民”在客观上并不能“全部出场”，故需委托“特别代表”来形成公意、行使制宪权，

进而重新设计一个理想国家。⑯ 在这一逻辑下，“人民”被拟制为一种抽象的政治集合

体，是每个社会成员在放弃或让渡部分权利后具备的政治身份，“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

的成员”⑰。

与上述西方经典理论不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既不预设虚

拟的自然状态，也不借助拟制的形式授权来固化抽象的人民群体，⑱ 而是将人民、宪法置

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形成关于宪法生成基础的事实判断。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在传

统帝制瓦解后，中国人民曾处于“一盘散沙”的政治状态，亟需新的体制力量对其加以

整合和组织。经过前赴后继的探索，最终中国共产党这一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成为领导人

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核心力量，承担起凝聚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实现政治解放的历

史使命。由此，当代中国“开创了‘党建国家’和‘人民共和’的国家建构模式”⑲，党

领导人民成为新中国建立的正当性基础。而当代中国宪法作为中国革命要求与实践的

产物，其生成逻辑随之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组织起来赢得革命胜利后，又基于人民

的认同和支持，领导人民制定国家根本大法，对革命后形成的全新政治体制加以确认，以

⑭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推动宪法全面实施》，载

《法治日报》2020 年 12 月 4 日，第 3 版；梅荣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宪政分属两条根本不同的法治道路》，载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38-40 页。

⑮ 参见郭忠华：《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5 期，第 77-82 页。

⑯ 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龙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59-61 页；［法］卢梭：《社会契约

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115-121 页；［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

馆 2010 年版，第 61-63 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3 页。

⑱ 参见王旭：《依宪治国的中国逻辑》，载《中外法学》2021 年第 5 期，第 1129 页。

⑲ 林尚立：《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 年第 4 期，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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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革命胜利成果、明确国家前进方向。⑳ 从实践层面看，无论是《共同纲领》还是“五四

宪法”的制定，都是这一生成逻辑的具体体现。此后数十年间，尽管宪法文本几经变更，

宪法的表达形态与功能定位等均有适应性调整，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这一基本关系结

构从未发生过改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

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㉑ 这种立足经验事实的界定，明确揭示了当代中国宪法生成机制

中最具特色的环节，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聚起来完成共同意志的表达。

对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这一经验事实的肯认，意味着“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语境

下的人民，不存在社会契约论中的权利放弃或让渡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党与人民之间

并非社会契约状态中的委托授权关系。党来自人民并始终服务人民，党和人民共同致力

于推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经由党的领导的政治整合，作为个体的公民与作为主权者的人

民得以摆脱紧张对峙状态。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个体通过革命斗争获得的政治身份，

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易言之，人民并不处于一种被拟制而成的统一体状态，其内部差

异性与特殊性能得到充分尊重。而这样一种人民组成的政治社会，更接近于马克思理想

中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㉒。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具有独特价值根基宪法的重要基础。

（二）以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宪法为载体的宪法本体论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这一基本前提，决定了当代中国宪法从一开始就属于社会主义

宪法类型的人民宪法，不仅有别于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制定的伪宪法，也不同于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宪法。㉓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

社会主义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我国宪法跳出了一切旧

宪法的窠臼”。㉔ 以区别于“旧宪法”的“新宪法”这一定位为统领，习近平总书记分别

以社会主义宪法、人民宪法为切入，从本体上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宪法的核心特质。

第一，“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所依之“宪”是社会主义宪法。当代中国宪法建立

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秩序目标之上，充分彰显社会主

义国家的政治价值。为否定和限制绝对权力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宪法，背后蕴含的是资产

阶级维护资本自由的世界观。当代中国虽“部分吸纳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形成

的某些先进理念，但仍立足于中国传统和政治实践，发展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价值序

列”㉕，形成了植根于社会主义政治观念的宪法规范逻辑。具体而言，在序言中，我国宪

⑳ 参见周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论纲》，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6 期，第

92 页。

㉑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 年 10 月 20 日），载前注 ③，

习近平书，第 92 页。

㉒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1 页。

㉓ 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3-139 页。

㉔ 参见前注 ③，习近平文，第 214、215 页。

㉕ 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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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过历史与未来的交织叙事，在确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基础上，着力实现国

家目标与个人发展的有机融合。宪法序言系统总结了 1840 年以来中国发生的伟大历史

变革，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果和社会主义建

设成就，并指出今后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其中的要旨在于：基于党领导人民的政治

实践而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涵盖国家能力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追求，使国

家与公民个体之间建立起合作而非对抗关系。在正文中，我国宪法立足人民民主专政的

国体，专门设计具体的国家基本制度和政策方针，以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目标的实现。《宪

法》第 1 条第 1 款开宗明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民主专政为逻辑起点，宪法进一步明确了以

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精神文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等，

从而全方位建构起系统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而这些规范叙事无不“体现出鲜明

的社会主义性质”㉖，构成宪法依托共同理想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重

要基础。

第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所依之“宪”是人民宪法。当代中国宪法建立在表

达人民意志、符合人民利益和需要的价值内核之上，实现了马克思所言之“人民的自我

规定”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

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㉘体现人民意志、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应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

具有民主内容的规范形式。就民主程序而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制定、修改宪法的

过程中，一直主动开展政治协商、全民讨论等活动，并积极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吸纳与

表达民意，进而搭建起强有力的民主对话平台，以确保宪法是党和人民统一意志和共同

愿望的集中体现。就民主内容而言，宪法在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这一基本原则后，又分别围绕人民意志的形成、人民权益的实现，确立起相应的基

本权利保障制度和国家权力运行制度，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追求。正是程序与实

体的双重保障，使当代中国宪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㉙。不

仅如此，由于我国更强调实质民主观，更重视相关制度措施能否产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

需求的结果，㉚ 因而人民宪法在设计理念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存在区别。人民宪法并

不试图分离“作为一个道德整体的‘人民’”与“现实政治世界中的‘人民’”，㉛ 而是将

人民统一视作历史的、现实的存在，追求对人民权利和利益的真实保障。这一理念意味

㉖ 前注 ③，习近平文，第 214 页。

㉗ 前注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9 页。

㉘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1 年 10 月 13 日），载《求是》2022 年第 5 期，第 12 页。

㉙ 前注 ③，习近平文，第 214 页。

㉚ 参见王绍光：《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9-191 页。

㉛ 参见李剑鸣：《“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载《历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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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宪法中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必须“从法律上和事实上保证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真实

的自由和权利”㉜，而非从理论逻辑上赋予人民至高无上的宪法地位，却在现实政治运行

中忽视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

（三）以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为基本实现方式的宪法运行论

秉持党领导人民制定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宪法的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聚

焦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建设，以“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

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㉝ 为理念指引，以“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

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㉞为基本要求，就党如何以宪法为根本法律规范治国

理政进行系统部署，从而凸显出中国宪法实施观念和实施方式的独特之处。

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的要义之一在于，党必须将宪法作为规范自身行为的根本准

绳，任何党组织和党员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早在

制定“五四宪法”时，刘少奇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地

位，决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使他们必须担负更大的责

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㉟但之后一段时

期，由于“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㊱ 等原因，

“五四宪法”所建立的规范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家和社会生活陷入混乱状态。为避免

此类状态再度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宪法的重要地位，并在 1982 年

党的十二大上通过的党章中明确写入“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纲领性

原则，从而完成从政治主张向规范要求的转化。紧随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之后制定的

“八二宪法”亦写入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必须合宪守法条款，以巩固和强化党章确立的

原则。由此，党章和国家宪法都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尊崇宪法法律的基本责任，要求党的

执政理念符合宪法精神，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宪法相抵触。㊲

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的另一要义在于，党要领导人民依据宪法有效治理国家，积极

促进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宪法实施并不依

赖司法审查等模式，而是着眼于强大政治力量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依

靠党的领导，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㊳。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人民制定宪法，

而且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因而是强有力的宪法守护者。具体说来，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可

直接通过政治行动推动宪法的贯彻落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

㉜ 《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42 页。

㉝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 年 12 月 4 日），载前注 ③，习近平书，第

15 页。

㉞ 前注 ①，习近平文。

㉟ 前注 ㉓，《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168 页。

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3 页。

㊲ 参见韩大元：《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论析》，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 年第 6 期，第 8 页。

㊳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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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我国公权力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政治权力直接推动宪法实

施。例如，党通过领导立法，健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通过制定

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法规，在全党全国全社会践行宪法规范的要求；通过党组织的政

治工作，主动纠正实践中出现的违宪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可通过在全党牢固树

立宪法意识，形成引导其他主体积极捍卫宪法的示范效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严密组织体系，因此可依托组织影响力推进

宪法实施。例如，党员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中主动学习宪法、宣传宪法、贯彻落实宪法，

对外展现中国共产党尊崇宪法的良好形象，进而产生动员民主党派、社会组织、人民群众

等自觉实施宪法的积极效果。

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与党领导人民依据宪法有效治理国家，二者一体两面地反

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实施中的重要地位，即中国共产党能否自觉遵守宪法、积极维护

宪法权威，是宪法能否真正得到全面实施的前提和关键所在。㊴ 这也构成当代中国宪法

与西方国家宪法在实现方式上的显著区别。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党不仅不具有组织人民

制定宪法的政治地位，更不具有引领宪法实施的政治能力。按照西方国家的代议制理念，

发端于派系的政党，一度被视为一种现实的“恶”，㊵ 只不过由于现代民主政治规模的扩

展，西方民众不得不依赖政党这种社会团体来实现组织化、程序化的政治参与。然而，在

西方国家，政党虽因承担推荐精英、组织选举、沟通民意等政治功能而成为国家政治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存在，但仍然属于宪法要规范限制以防止异化的对象。㊶ 从这个意义上讲，

西方国家宪法对政党总体保持着一种谨慎乃至不信任的态度，而“我国宪法确认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我国宪法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的根本保

证”㊷。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当代中国开创了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宪法道路。

三、“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内在优势

以党领导人民发展宪法为逻辑牵引，围绕宪法生成论、宪法本体论、宪法运行论形成

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概念，不仅揭示了当代中国宪法道路的本质属性，还映射出西

方国家宪法学理论难以适用于当代中国宪法的深层原因，从而为廓清当代中国宪法道路

的内涵与外延奠定重要基础。除具有独特的基本要义外，“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还蕴

含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宪法道路提出的重大论断，“依

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

㊴ 参见周叶中：《党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载《理论与改革》2014 年第 6 期，第 9 页。

㊵ 参见李洋、臧秀玲：《“政党”与“派系”的分离：对英美政党起源的考察》，载《比较政治学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67-68 页。

㊶ 参见熊娜：《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构造——以党的政策转化为视角》，载《党内法规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36 页。

㊷ 前注 ③，习近平文，第 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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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理念下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宪法观、中华优秀传统

政治文化、当代中国宪法经验的融贯表达。丰富的思想意涵和系统的经验支撑，使“依

宪治国、依宪执政”呈现出鲜明战略导向和强烈主体意识，兼具立场明确、理论集成、实

践指引等多重功能，能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提供充分知识创新资源和平

台。这也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可从一个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意义上的标志性概念

的重要依据。

（一）“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对马克思主义宪法观的科学呈现

马克思主义宪法观的理论出发点在于“法的根源的物质性”㊹，即宪法作为一个国家

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

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宪法

是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必然要与本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由此，马克思主义宪法

观实际上否认了人类社会存在唯一宪法模式的观点，而是强调“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

历史条件为转移”㊻，运用基本的宪法原理、设计具体的宪法体制。立足这一理论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在论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宪法发展道路的

规律性认识，既坚持突出宪法的物质制约性特征，又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创新发展多元的

宪法价值评价体系。

针对宪法的物质制约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我国宪法制度同近代

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历史巨变、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同我们将要做的事情紧密联系起来，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联系起来，深刻认识

当代中国宪法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

果，深刻认识我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

利益的好宪法，坚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㊼ 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以人民民主专政为

基础的当代中国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和时代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是与近现代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绝非照搬别国宪法经验的产

物，因而具有鲜明的本土色彩。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国家长期罔顾宪法的国别性差异、力图建构所谓普世性宪法标

准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

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㊽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建立能凸显人类法治文明多

㊸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 年 10 月 31 日），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21 页。

㊹ 李龙：《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导读》，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 页。

㊺ 前注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44 页。

㊻ 前注 ㉒，马克思、恩格斯书，第 6 页。

㊼ 习近平：《切实尊崇宪法，严格实施宪法》（2018 年 1 月 19 日），载前注 ③，习近平书，第 205-206 页。

㊽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 年 9 月 5 日），载前注 ③，习近平书，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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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的宪法价值评价体系。例如，西方国家因循社会契约理论与代议制政府模式，将民

主方法规定为“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

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㊾，据以发展出一套以多党竞争选举为标准的民主政治评

价模式，并试图使其成为评价其他国家民主政治成效的单一价值准则。而习近平总书记

通过综合考察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创造性地提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

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

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

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

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

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的多元价值评价体系，并据以指导当代中国宪法实践。这

种突破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理论探索，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宪法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发

展，还为科学把握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强调宪法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宪法观聚焦社会主义国家的宪

法体制问题，着重展现宪法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意义、价值取向等。如前所述，近现

代宪法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是维系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的产物。这导致资本主

义宪法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往往沦为维护特权阶级的规范形式，只能保障个体表面上

的最大自由，却难以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 而对经由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

国家来说，其最终追求的是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彻底解放，即“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

系回归于人自身”■。为实现这一理想，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首先要在无产阶级政党

的领导和组织下，“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

权”■，并“在实际上使被剥削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内在理念与马克思主义这些经典宪法理论一脉相承，都

反映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重视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核心追求。因为当代中国

宪法“集中了人民智慧，体现了全体人民共同意志，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高度统

一，克服了一切旧宪法只代表少数人意志、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弊端”■。这种宪法致力于

通过坚定社会主义理想，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方式，切实维护工人阶级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

进步、人民幸福一体推进的良好局面，从而不断推进“人的解放”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

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的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中国共产党对“依宪

㊾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建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396 页。

■ 前注 ㊽，习近平文，第 79 页。

■ 参见刘建湘、吴晋乐：《马克思恩格斯宪法思想诠释——基于 1843 至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创作过程的考察》，载《湘

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第 165 页。

■ 前注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89 页。

■ 《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07 页。

■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24 页。

■ 前注 ①，习近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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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依宪执政”的建构，并非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教条理解，而是在坚定人民

立场的前提下，以党的领导为政治保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理想的“人的解

放”目标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效衔接。

对宪法生成发展条件的揭示和对宪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基础的强调，表明以马

克思主义宪法观为理论根基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概念，能将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

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科学的理论建构逻辑。将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能使中国宪法学研

究摆脱视西方国家宪法为范本的认知局限，进而秉持唯物史观辩证认识当代中国宪法体

制，并据以科学分析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宪法现象及其规律。

（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对中国大一统政治传统的时代阐释

大一统是形成于数千年前并延续至今的中国政治传统。从起源上看，大一统是古代

中国应对超大型国家内在复杂性而衍生出来的政治形态，旨在形成集中统一的治理结构

和稳定协调的政治秩序，以维系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性。古代中国曾通过以皇权为中

心的封建国家形态建立起大一统政治格局，并凭借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把大规模国家统

一起来。在近代中国遭遇外来政治思潮的强烈冲击后，传统封建帝制虽为现代民主共和

政体所代替，但政治体制的更迭并不代表政治理念的消亡。传统帝制的解体非但没有影

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性特征，新的政治体制反而更加有力地继续保障着中华民族

的存续和发展、保全着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可以说，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底色始

终存在，大一统仍然实际统领甚至决定着整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 在

这一背景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秩序建设提供根本规范保障的当代中国宪法，必然

植根于大一统国家的历史逻辑，并以维护大一统国家为重要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对“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阐释，即是在准确把握大一统国家政制建

设原理基础上，从宪法理念层面对大一统政治传统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

先，“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立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充分强调党的领导的宪

法意义，揭示了当代中国宪法得以存在并得到有效运行的根本政治前提。中国建构大一

统现代国家的中心任务在于以民众为出发点，将广大民众凝聚为作为整体的人民，从而

将多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维系。但由于民众存在分散性、多元性等特征，因此

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将中国民众凝聚为一个整体。■ 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种政

治力量，其始终“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通过提出正确的

理论主张、建立完备的组织体系、采取高效的政治行动、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等方式，引

领广大民众开展社会革命，最终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凝聚为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构建起新的大一统国家形

■ 参见姜义华：《何谓中国》，东方出版有限公司 2021 年版，第 217 页。

■ 参见汪仕凯：《以人民为中心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载《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 年第 1 期，

第 11 页。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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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而体现党领导人民贯穿宪法生成运行各环节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概念，恰恰

蕴含着对当代中国通过宪法形成统一政治秩序之前提条件的关切。因为只有凝聚起来

的中国人民，才能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国家、发展中国现代宪法的主体性力量。因此，党的

领导不仅是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关键因素，而且是保障当代中国宪法发展完善的政

治基础。所以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首要的就是“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地位不动摇”■。

其次，“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在党领导人民发展宪法的逻辑牵引下，将国家统一政

治秩序的建设与人民民主的追求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了当代中国宪法批判性继承大一统

政治传统的价值基调。受近现代民主政治浪潮的影响，自晚清以来，大一统便不断遭受

“必然导致专制独裁”的质疑。■ 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大一统政治高度依赖君主的正统地

位，讲求君主受命于天，是确保国家“定于一”的垄断性权威。尽管古代中国的大一统

也展现出“民贵君轻”“天下为公”等民本思想，却终究难以摆脱服务封建皇权的时代

局限。与古代中国不同，在党的领导下，当代中国政权建设的核心价值诉求是维护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此基础上，当代中国宪法通过明确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

国家性质、建立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方式，“塑造了‘人民’

作为‘定于一’的新范式，并将大一统的正当性由君主代表的普遍天下秩序转为由人民

代表的真实、普遍民主秩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社会主义宪法、人民宪法来概括

当代中国宪法的本质特征，强调我国宪法是“人民的宪法”■，体现了大一统政治传统与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在宪法层面的结合逻辑，指明了当代中国宪法的前进方向。

最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以人民性为价值归属，关注宪法维护国家统一政治

秩序的内在机理，突出了当代中国宪法发生作用的目标取向。在大一统国家的长期历史

积淀中，中国人形成了对良政善治，以及权力服务公共利益、维护统一政治秩序的稳定追

求。■ 这使当代中国的宪法发展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极度强调宪法的防御功能，而是着

重发挥宪法凝聚共识、维护团结的规范效用。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都强调“要

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而奋斗”■ 的中心目标。“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这一重要论断

所表明的当代中国宪法的战略地位，便是对上述观念信息的明确传递。其中，“根本法”

意味着“宪法是国家布最大的公信于天下”■，能凭借最高的法律效力把社会主义国家的

■ 习近平：《以科学理论指导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2020 年 11 月 16 日），载前注 ③，习近平书，第 3 页。

■ 参见杨念群：《论“大一统”观的近代形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117 页。

■ 王旭：《大一统国家观的中国宪法学原理》，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6 期，第 29 页。

■ 习近平：《宪法修改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2017 年 12 月 15 日），载前注 ③，习近平书，第 188 页。

■ 参见［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66-71 页。

■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9-330 页。

■ 前注 ㉝，习近平文，第 10 页。

■ 习近平：《深刻认识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2018 年 1 月 19 日），载前注 ③，习近平书，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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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确立下来，以凸显实质价值内核的方式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章

程”则意味着宪法通过建立统一完备的治理体系、明确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与任务要求

等方式，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有效传导至国家政权机关等对象中，为全国上下提供一

条清晰正确的前进道路。

对大一统政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表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概念

不是历史断裂下的自我创造，而是兼顾中华民族历史根基与现代中国发展议程的话语表

达，展现出中华优秀政治文明的战略思维与强大生命力。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

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可强化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历史视野，充分关

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宪法体制的深层影响，在广阔的历史进程中理解中国宪

法的“变”与“常”，为厚植宪法理论的“中国性”提供本土资源。

（三）“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对当代中国宪法经验的高度凝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后，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的实践中，高度重视宪法和法制建设。”■正是在领导人民发展宪法的伟大实践中，中国

共产党将宪法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以正确处理党、

宪法、人民、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对当代中国的宪法经验进行概括

总结，才最终形成“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一纲领性话语。

一方面，“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在探索党的领导地位与宪法权威内在关系的实

践中形成的概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宪法层面对党法关系作出的政治定性，明确了立

足中国实际的法治建构原理。从政党特质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往往需要有强大的政治能动性，要能超越常规制度主义治理

机制的局限性，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国家和社会的前进方向。■ 从法治国家特质角度看，法

治国家追求依据规范的治理，强调制度具有充分的权威性，且是明确而稳定的。在党领

导人民建构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如何协调党的政治能动性与制度权威性之间的张力，直

接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成效，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直面的问题。“依宪治国、依

宪执政”的提出，即与中国共产党处理这一问题的努力密不可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虽然较快完成了制定宪法的时代任务，但在相当一个

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都在就如何处理自身与宪法的关系进行摸索。同时，面对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亟待摆脱落后状态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更“期望借助权力带来的强大动

员力而去拉动生产力，进而改变生产关系”■，以迅速达成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重政策轻法律、政策取代法律的偏向，法律虚无主义逐渐流

行。■ 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

■ 前注 ③，习近平文，第 211 页。

■ 参见王浦劬、汤彬：《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9 期，第 12-13 页。

■ 王长江主编：《党政关系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3 页。

■ 参见李步云：《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载《中国人大》2022 年第 17 期，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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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那样：“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

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

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

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

到，过去适用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方式方法，未必适合于解决和平状态下的现代国家建设

问题，中国要建设现代国家，就必须“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

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加深对党和宪法法律关系的认

识。邓小平强调，“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江泽民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胡锦涛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

宪执政。”■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概念被提出并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

得到系统呈现，表明“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我们就是在不折不

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概念的定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明确建立起协调自身领导地位与

宪法权威关系的基本准则。

另一方面，“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在探索如何把中国宪法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

治理效能实践中形成的概念，是关于党领导宪法建设的经验总结，彰显了“中国之治”的

宪法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宪法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有

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进程，有力促进了人权事业发展，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我国宪法之所以能发挥

出如此显著的优势，离不开党的领导的政治保障，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依宪治

国、依宪执政”的提出，正是对党如何领导人民取得宪法发展之历史性成就的最好说明。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通过宪法确认和保障革命胜利成果，以为国家建设提供根本法

律依据。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五四宪法”并未得到全面

贯彻，宪法一度并未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根本法律依据。直到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八二宪法”的施行，党法关系得到科学化发展，人民当家作主

日益得到保障，国家治理才被全方位纳入法治轨道。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除合理调

适自身与宪法的关系外，还着重领导人民从两方面发展宪法体制：一是注重宪法文本的

■ 前注 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33 页。

■ 前注 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56 页。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7 页。

■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 页。

■ 《胡锦涛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2 页。

■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2015 年 2 月 2 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

版社 2017 年版，第 128 页。

■ 前注 ㉝，习近平文，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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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通过适时修改宪法，及时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为党和人民事

业的发展提供更充分的制度保障；二是持续推进宪法实施机制和监督机制建设，通过将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完善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工

作、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和设立国家宪法日、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等方式，使宪法真正成

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的根

本活动准则，推动宪法实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道：“我们党高

度重视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推动宪法完善和

发展，这是我国宪法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这些实践经验，都已积淀为“依

宪治国、依宪执政”内在理念的重要内容。

对当代中国宪法经验的高度凝练，表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概念是中国共产党

发展自身政治能力、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产物，是经过历史与实践检验的话语表达，

能为当代中国宪法发展提供充分的经验指引。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为中国宪法

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可使中国宪法学研究充分聚焦当代中国宪法道路的生成

基础和命题导向，不断强化“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

题”■ 的宪法理论研究。

四、以“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为标志性概念构建 
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一标志性概念，反映了中国共产

党宪法观和中国宪法实践的全面深化，对中国宪法学摆脱西方国家宪法学的话语霸权、

构建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此，我们应自觉遵循党领导人民发展宪

法这一逻辑主线，以“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所蕴含的宪法生成论、宪法本体论、宪法运

行论为视角，对中国宪法基本理论、中国宪法基本制度、中国宪法实施机制进行深刻揭

示，通过凝练中国宪法学根本范畴、基本范畴和重要范畴，重构中国宪法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构建起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囿于篇幅，本文无法对这些

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故在此仅对中国宪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实施机制提出

可供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一，以党的领导为关键，深刻检视中国宪法基本理论的框架结构和内在理念。当

代中国宪法的生成与发展，是由“党领导人民”这一政治基础推动的。这就需要中国宪

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将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纳入宪法基本

理论的研究范围，将“党的领导—人民主权—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制建设逻辑，作为研

■ 前注 ③，习近平文，第 213 页。

■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新路》，载《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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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当代中国宪法的认知起点。以之为基础，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可围绕宪法概念、

宪法历史、宪法制定、宪法基本原则、宪法渊源、宪法规范、宪法关系、宪法价值等基础性

议题，进行立足当代中国宪法整体实践的理论深化，为科学诠释当代中国宪法的制度安

排奠定理论基础。例如，对宪法规范基本特征的探讨，就不能仅局限于宪法文本的规范

表达，还应在更广泛的党的领导的政治实践中，充分关注党自身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规范

对当代中国宪法的影响乃至塑造。■

第二，以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为蓝本，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宪法基本制度的独特设

计机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宪法的法理基础，在于人民权力至上而非个人权利本位。■

为真正确认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当代中国宪法的制度设计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制度

设计呈现出诸多不同，如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取代分权制衡原则配置国家权力，以确保国

家机构能在党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维护人民利益的功能；用协商合作原则祛除多党

竞争的弊端，以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和发挥最大的政党民主效用；用权利义务相统一

原则替代个体主义理念，以整体发展作为保障个体自由的基础和前提；等等。这些都意

味着，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破除西方国家宪法带来的制度认知误区，将宪法的文

本分析同中国的政治实践系统整合，完成从“西方图景”到“中国本土”的转化。

第三，立足宪法制度背后的政治关系和价值追求，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宪法实施的机

制导向。“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

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概念，最终是要通过对政治话语的学术性转化，为

宪法得到有效实施、获得更好发展提供立足中国实际的理论指引。从内在理念看，“依

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以提高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的能力为基

础、以形成统一稳定的政治秩序为追求、以动员多方政治力量参与为保障，健全保证宪法

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把宪法实施贯穿到治国理政各方面全过程。因此，当代中国宪法

实施的战略重点并不在于进行对抗式的司法审查或建立专门性的宪法机构，“而是政治

化实施与法治化实施、立法性实施与监督性实施、事先防范与事后审查等相互衔接、交织

并行、同向发力”■。这就需要中国宪法学改变过去过分区隔学术与政治的偏狭立场，自觉

融通宪法实施的政治性特征和法律性特征，善于发现和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施宪

法过程中的各类制度安排。这些安排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以宪法为立法依据，在党

领导立法立规的过程中，系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确保宪法规定、宪法原则

和宪法精神得到全面贯彻；二是以宪法为治理依据，在党领导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完善宪

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通过作出宪法相关决定等方式实施宪法，■充分发挥宪法

■ 参见段磊：《作为独立规范类型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性质的再探讨》，载《党内法规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82 页。

■ 参见廖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研究反思——以“党内法规”话语为例》，载《法学家》2018 年第 5 期，

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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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和特定战略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三是以宪法为监督标尺，在“任何

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理念的指引下，通过推进合宪性审查、强化备案审查、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等方式，增

强宪法权威；四是以宪法为共识凝聚基础，在党推动宪法实施成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的

探索中，通过宪法宣誓、宪法教育等途径，塑造有关宪法权威的社会共识。

Abstract: China’s constitutional law has long been confronted with the theoretical 
question of ‘what defines China.’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the ‘Chineseness’ of 
constitutional law, it is essential to refine iconic concepts grounded in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constitution. As an integral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Constitution-based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based Exercise of State Power’ is 
not only an original concept propo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an iconic 
concept of China’s independent constitutional law knowledge system. ‘Constitution-based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based Exercise of State Power’ is logically guided by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developing the constitution by the people. It encompasses a constitutional 
genera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emise that the constitution is formulated by 
the people under the Party’s leadership, a constitutional ontology centered on the socialist 
people’s constitution as its carrier, and a constitutional operation theory that emphasizes 
the Party’s governance and state admini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s its 
fundamental implementation method. This framework reflect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a’s constitutional path and its distinctions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paths 
of other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its unique core tenets, ‘Constitution-based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based Exercise of State Power’ represents a scientific articulation of the Marxist 
view of the constitution,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ty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a highly 
condensed summar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constitutional practices. It demonstrates a clear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a strong sense of subjectivity, integrating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a well-defined stance,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o construct China’s 
independent constitutional law knowledge system with ‘Constitution-based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based Exercise of State Power’ as its iconic concep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ciously 
integrate the logical mainline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developing the constitution by the 
people. This involves a profound explo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basic systems,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of China’s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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